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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与关键命题。通过构建 “要素禀赋—价值权衡—国

家力量”的分析框架，可以对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内容和思想脉络进行
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以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基本认知为逻辑起点，所提出的农业优先

战略、工业化战略及重工业赶超战略等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是基于民生改善、发展模式转型和保障经

济安全等多元价值目标之间的权衡，并且考量了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应具备的能力要

求，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构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化道路的早期理论探索，也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与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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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懈探索和推进的伟

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

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①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变革和综合性进程，其本质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维

向度的全方位转型。其中，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维度和重要标志，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而且是一

个历史命题。晚清以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与现代化诉求的双重驱动下，开启了对国民经济现代

化路径的持续性理论探索，从晚清经世学派基于 “中体西用”框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有限接纳，到民国时期

逐步转向系统性的制度转型思考，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问题的集中讨论，将对
现代化问题的认识推向了新的阶段，其理论价值不仅体现在回应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与需求，更在于构建

了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分析框架并尝试建立自主的现代性话语体系。

目前学界关于 ２０世纪上半叶经济现代化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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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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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及政策实践的整体性考察①；二是对这一时期 “现代化”概念的生成演变、涵义转化与

基本特征的研究辨析②；三是针对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专题性探讨。③ 总体而言，
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理论谱系形成发展的源流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充分探讨。特别是对 ２０世纪上半
叶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理论争鸣的系统性梳理有待进一步深化，对经济现代化议题在这一时期引发广泛讨论

的多重动因和历史语境等层面的深入思考仍较为薄弱，此外，对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及

其历史承继关系的理论探讨仍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在集中梳理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经济
现代化问题讨论内容和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厘清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讨论的历史语境，进而分析

知识界从 “现代化”向 “经济现代化”认知转变的深层动因，通过构建 “要素禀赋—价值权衡—国家力量”

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早期探索的内在逻辑。其中，要素禀赋是经济现代化思想的认知起

点，价值权衡构成了经济现代化多元目标的重要考量因素，国家力量是经济现代化的推动主体。这一时期知

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构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早期理论探索，也为新时

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与历史启迪。

二、从 “现代化”到 “经济现代化”的话语转换

（一）“现代化”与 “经济现代化”

任何国家都有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可能，正如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

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④ 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动态和相对的概念，从 １７至 １９世纪形成于西欧和
北美，而后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⑤ 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等国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反思总结经验

的需要，２０世纪 ５０至 ７０年代欧美知识界深入开展了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广义上的现代化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
指从传统前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过程，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等所有领域内的变革。⑥ 总体而言，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一是强调 “传统”与 “现代”的二分范式；二是主张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内

部动因论；三是认为现代化过程具有趋同性。⑦

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概念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聚焦，可理解为狭义上的现代化或工业化，即工业革命

以来各国或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具体而言，包括经济社会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两

个层次。⑧ 市场化即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包含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以及市场机制

原理的根本性特征改变，并且均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⑨ 工业化则表现为生产技

术和设备的进步与飞跃，重要特征之一即从手工劳动转向机器生产。根据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观点，实现

“经济起飞”需要有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工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重视经济现代化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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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１８５０年以来的历
史轨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５ 年。此外，Ｍａｒｇｈｅｒｉｔａ Ｚａｎａｓｉ （２００６）在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一书中对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对经济现代化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吉尔伯特·罗兹曼 （１９８９）在其所著的 《中

国的现代化》中分析了中国 １８世纪到 ２０世纪经济结构和增长的转变；城山智子 （２０１０）在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

界经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中考察了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前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参见潘光哲：《想象 “现代化”———一九三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新史学》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孙宏云：《中国 “现代化”

观念溯源——— 〈申报月刊〉的 “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黄兴涛、陈鹏：
《民国时期 “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参见季荣臣：《“五四”后三十年中国现代化思潮评述》，《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 ２期；阎书钦：《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国知识界
“现代化”理念的形成及内涵流变》，《河北学刊》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顾海良：《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及其思想史意

义》，《经济思想史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８２页。
Ｓ Ｎ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沈原、陈育国、迟刚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１页。
塞缪尔·Ｐ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２５页。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
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１期。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 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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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必要条件。① 总体而言，经济现代化表现为生产方式和市场体系等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是推动社会整体现

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

（二）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国学界关于 “现代化”的认知转向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末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 “现代性”的理解，基本上是对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社会

发展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到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现代化”一词和相关概念散见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中，并且
往往将 “现代化”与 “西化”“欧化”等同使用。② 同时，对经济现代化的概念与涵义已有初步讨论。如文学

家、翻译家夏硏尊在翻译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将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农业文明向商工文明的转变，以及由

此带来的经济设施的改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变化。③ 思想家、文学家胡适也主张建立起 “技术与工业

的文明作为我们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础”④，强调技术化与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前后，随着 “现代化”概念的传播、运用和推介，知识界对 “现代化”内涵的认知发生

了重要转向，逐步开始以 “现代化”取代 “西化”概念来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有意识地将 “现代化”

视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选择性的路径框架，使其与西方经验相分离，认为 “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

能包括现代化”⑤，并且更为关注经济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

这一时期知识界的关注重点从 “现代化”转向 “经济现代化”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如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为缓解和转嫁危机加紧了对华的经济侵略；１９３１年日本侵
华所造成的深刻局势变化，激发了民众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形式上统一的国家政

权等因素的影响。⑥ 因此，“经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不仅是晚清以降 “求富”“自强”等呼声的延续，更与

彼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政治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１９３３年 《申报月刊》的编者前言写道，（中国）若 “再不

赶快顺着 ‘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 ‘足兵’，抑且无以 ‘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

汰，万劫不复的厄运。”⑦ 已经认识到现代化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并引发了知识界强烈的反响。

１９３３年 ７月，《申报月刊》刊行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主要关注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先决条件、基

本路径与发展道路等重要问题，是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知识界有关现代化问题讨论的一次高潮。⑧ 这次讨论明确将
“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特辑的 《编者后记》中提到：“现代化的范围固然很广，包含着

政治，文化，学术和社会制度等等方面，但其主要之点，却在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而

这些 “都是中国目前所最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一次讨论，特别注重在这一方面”。⑨ 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广泛

参与了这场讨论，并就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形成了基本共识。大多数学者将工业化和产业革命作为经济现代化

的核心目标，并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作为其重要标志。如经济学家张素民认为，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具

有基础性的地位，政治和文化上的选择与现代化并无必然关系瑏瑠；经济学家郑林庄将生产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

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生产机械化、生产合理化及生产计划化三个方面瑏瑡；社会学家、教育学家陶孟和则从经

济与政治文化等上层社会结构关系的视角，认为现代化的首要在于经济生产，尤其是工业化和机械化，推动

经济关系变迁需要将其置于制度变迁的整体维度加以考量瑏瑢；学者杨幸之认为，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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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 “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 （编者前言）》，《申报月刊》第 ２卷第 ７期，１９３３年 ７月。
罗荣渠主编：《从 “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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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申报月刊》第 ２卷第 ７期，１９３３年 ７月。



要素禀赋、价值权衡与国家力量：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早期探索的基本逻辑

济的改造与生产力的提高，其实质是完成彻底的产业革命。① 可见这一时期围绕经济现代化的讨论呈现出明显

的生产主义特征，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构成了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总体而言，《申报月刊》“中国现代

化”特辑的探索，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有识之士对中国现代化现状、进路和意义的积极思考，对中国

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除 《申报月刊》外，《独立评论》《东方杂志》《新经济》《经济建设季刊》《大公报》以及 《食货半月

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众多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文章。时任 《独立评论》主编的胡适对 《申报月刊》中国

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关于 “现代化”问题的观点论述过于空疏。他在 《建国问题引论》一

文中指出，彼时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 “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 “师

法外国”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兼顾效仿外国制度方法和本国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中国目前所积累的病症

“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唯有 “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

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从而 “在那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

之全功”。③ 还有学者意识到 “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也应考虑到除经济因素以外其他维度的影

响。如万巨星指出 “现代化”不能只以物质文明发展作为价值标准，也应关注到精神文明的发展。④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如马寅初、何廉、方显廷和刘大钧等，都相继发表了大量讨论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文章
与著述。如马寅初在 《中国经济改造》中写道：“任何国家，欲立足于此横流遍地之世界，必须在经济上谋

得出路，而在经济上谋出路之不二法门，便是积极在经济方面奋斗。”⑤ 此外，１９３５ 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
“国民建设运动”，更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界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关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知识界对 “现代

化”问题的讨论、认识和思考深度与 ２０世纪 ５０至 ６０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相比也毫不逊色⑥，虽然

缺乏对经济现代化问题予以系统建构和学理分析的自觉性，存在一定不足，但与当时客观经济实践水平以及

现代化刚起步的现状是相一致的。⑦

从 “现代化”到 “经济现代化”的话语转换，不仅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思考的深化

和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主动探索，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需求，即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双重

目标下优先推动经济基础的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认知构成了这一

时期经济现代化思想的起点。

三、经济现代化的起点：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认知

要素禀赋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在其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长期的历史观察表明，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 １８世纪的英国与其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这一因素紧
密相关，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被称为 “资源依赖型发展”的黄金年代。⑧ 一国经济

现代化路径的构想与实现，需要建立在对本国资源禀赋和具体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中
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国民生活积贫积弱，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对西方经济现代化改革方

案的照搬并无法直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逐渐显露出西方单一范式与中国复杂国情之间的错配脱节和

不适应性。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

方的制度更为有效”。⑨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孟森也认为，“即现代化之人，亦曰一国自有国情国故国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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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 ２卷第 ７期，１９３３年 ７月。
顾海良：《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及其思想史意义》，《经济思想史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 ７７期，１９３３年 １１月。
万巨星：《何谓现代化》，《中兴周刊 （武昌）》第 ５卷第 ３期，１９３５年 ８月。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自序”，第 １页。
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１８５０年以来的历史轨迹》，第 ５５页。
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 “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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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Ｅ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杨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导论”，第 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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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即以违国情背国故异国俗之他国政法蒙之，他国人物主之”①，均强调了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实际开展现

代化的必要性。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其范围涵盖了货币、工业、
农业和物价等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② 通过这些翔实的调研，中国知识分子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所

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到同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要素禀赋差异，进而从中提出了

属于中国的 “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 “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 “问题”中国化。总体

而言，可将近代中国经济禀赋的特征概括为三点：农业为主的二元经济、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稀缺的工业资本。

第一，农业为主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是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过渡的常见现象。③ 农业在近代中国依旧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得到

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直到 １９３３年，整个现代工业产值 （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的企业）在国民经

济总产值中仅占 １０％，全国人口的 ８５％是农业人口。④ 因此，对经济现代化的讨论必须关注农业的现代化问
题。根据刘大钧的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国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现代工业
的布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畸形，表现为现代工业和服务行业过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上海和

长江沿岸的部分城市，而中国农村腹地依旧保持着落后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⑤ 当时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开

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卜凯与陈翰笙，但两者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却不尽相

同。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 “落后”，因此他提出的针对性措施主要有建

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⑥ 而陈翰笙则批评其对中国土地分配和租佃关系的

认识不够准确，忽视了造成中国农业落后的制度性因素。⑦ 这些调查研究认为，中国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

小规模的家庭分散经营，且经营效率十分低下，完全依靠无限地投入劳力来维持。他们主张只有建立以现代

化为目标的农业组织，才能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从而有效改变这一状况。

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是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力和普遍现象。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李景
汉、陈达等学者相继开展了规模不等的人口调查，这些调查统计相较于人口普查更为具体和严谨，为近代人

口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⑧ １９２８年至 １９３６年这一时期中国全国人口总数为 ５１０７８ ９
万，按照每户 ５ １８人计算，共 ９８６０ ８万户，相较于 １９１２年的人口总数 ４５５２４ ３万，增长了 １２ ２０％。⑨ 此外，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 （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的统计，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长期居于首位。
以 １９１３年为例，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 ２４ ４％，而同期西欧各国合计占比为 １４ ６％，美国人口占比为
５ ４％瑏瑠，凸显出中国人口规模的巨大。依托相关人口数据，学者们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对人口问题进行了讨
论。如经济学家褚葆一指出人口密度过大是实现工业化的阻碍因素。中国的大量人口能否成为现代化的重要

推力并有效转化为劳动力资源，将取决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方向。同时，随着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

生活水平也能加以改善。瑏瑡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等人认识到中国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使得其人口自然

增长率与欧洲的低生育率国家相差无几，反映出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严峻的生存环境，因而只有提高

人口质量才是改变当前困境的正确途径。瑏瑢

第三，资本稀缺和结构性错配问题。２０世纪初，随着欧美列强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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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 ７７期，１９３３年 １１月。
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 ２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 ３００页。
参见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１９３７年。
张霞：《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 “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 ９期。
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１９３０年 ７月，转引自 《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７页。
吕文浩：《被遮蔽的光彩———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 １期。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２４０页。
褚葆一：《中国之人口与工业化》，《经济建设季刊》第 ２卷第 ３期，１９４４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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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出日益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① 特别在 １９２０至 １９３６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 （包括直接投

资和借款）由 １９２０年的 ２０ １８亿美元增长至 １９３６年的 ３９ ４１亿美元，净增 １９ ２３亿美元，增幅为 ９５ ３％，是
外国在华投资发展最快的时期。②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资本仍有发展但增长率已大不如前，１９３６年包括东北
在内的民族工业资本仅有外国资本的 ７４ ４％ 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本稀缺问题。而
推进经济现代化需要保障充足的资金来源。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在现代化初期合理利用外资，如经济学家

戴霭庐指出：“至于充裕资本的步骤，第一是利用外资，第二是增加国民资本，第三是利用国民资本，如有必

要，仍旧可以利用外资。”④ 学者亦英则认为不能完全依靠外资，“如果完全依靠外资，以发展中国，直是等

于断送中国”。⑤ 此外，资本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关注。方显廷指出，近代工业资本的筹集与

运用存在两方面错误，一是在筹集方面未能充分利用外资，二是在运用方面偏重民生工业而忽略了国防工业。

他认为应效仿苏联，尽力积聚民族资本，同时 “为补充民族资本之不足，外资自不妨利用”⑥，但应保持主动

地位。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知识界已经意识到中国近代社会在经济禀赋条件层面同先发国家的较大差距及现实

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作为经济现代化关键起步条件之一的要素禀赋，影响着当时学者对经济现代化目标选

择和实现方式的思考与度量。同时，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基本认知，也从内涵上强化了经济现代化的 “中

国元素”，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基本动力和重要支撑。

四、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多元价值权衡与路径选择

经济现代化要求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系统化转型。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
经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争鸣中，对经济现代化目标的思考表现为在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民生改善及保障经济

安全三种价值目标之间的多元权衡。作为目标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不同学者基于对各价值目标取

舍、排序与协调，在不断深化对经济现代化认识的过程中构建起具有差异性的路径选择框架，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的认知起点、价值目标与路径选择示意图

（一）发展模式转型、民生改善以及保障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权衡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知识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了系列讨论，旨在对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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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祥、吴太昌主编，刘兰兮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５０６页。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 ３０、１２页。
戴霭庐：《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申报月刊》第 ２卷第 ７期，１９３３年 ７月。
亦英：《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申报月刊》第 ２卷第 ７期，１９３３年 ７月。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１９３６年 ４月，转引自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 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 ２７４ ２７５、
２８３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１１ Ｎｏｖ ２０２５

济形态作出总体性概括，从而明确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如方显廷认为，“吾人欲知中国现代经济之

症结，首须对于中国现代经济之本质加以分析”①。由此，他提出了 “中古式与半殖民地式经济”或 “半殖民

地化之中古经济”来概括中国经济的性质，并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唯有 “现代化自主经济之建设”。② 这一时

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认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民生改善以及保障经

济安全等在内的多元价值取向。

首先，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当时知识界已经认识到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

源在于内外双重困境影响下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畸形。经济现代化对于彼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意味着

需要改革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模式，推动生产方式的革新，进而实现整体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发展模式

转型在此时主要表现为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知识界对工业化的讨论达到了高潮，集

中出版了一批相关成果。包括何廉和方显廷 （１９３０）的 《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吴景超 （１９３８）的
《中国工业化的途径》、方显廷 （１９３６）的 《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等。这些成果不仅强调了工业化在中

国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深入探讨了实现工业化的具体路径和方式。

其次，民生改善也是当时对经济现代化问题考量的价值目标和评判标准。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

济基本上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到 １９３４年，全国农村经济几乎濒
临破产。③ 自然生态环境和农田水利设施的恶化更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如 １９３１年，苏、皖、
赣、鄂、湘、豫、浙、鲁等 ８省 ２９０个县发生水灾，受灾民众达 １亿多人，农产品损失达 ４ ５７亿元。④ 以拯救
农业和农村为核心的民生改善问题是当时思考经济现代化问题的重要考量。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诸多学者对农业
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农业经济著作和文章也相继出版和发表，如陈翰笙 （１９３４）的 《中国农村经济的几

个问题》、何廉 （１９３６）的 《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卜凯 （１９３６）的 《中国农家经济》等。这些著作从农业

生产经营和技术的改良、农业组织形态、土地租佃关系等多维视角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展开了分析研究，

为民生改善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再次，保障经济安全是经济现代化多元价值目标中的重要维度。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存亡危机是推动

经济现代化问题讨论的重要动因。学者们认为，实现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

压迫是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末开始，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贸易的
世界主义精神已然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新趋势。如若中国不顺应新出现的保护主义潮

流，则将更容易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因此，许多学者主张构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并将保障经济安

全视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在经济思想层面呈现出鲜明的保护主义特征。如马寅初针对日本 “以走

私为破坏之工具，希图扰乱中国的新币制”的企图，认为应当统制货币加以应对，而解决走私的根本方法是

“组织健全之工商同业公会及统制经济”。⑤ 吴景超也认为在经济方面 “假如同业公会有普遍的组织”，那么政

府的统制经济也可以顺利推行。⑥

（二）经济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分歧与争论

１ 农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民生改善。

在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论争中，基于对不同价值目标的优先考量与协调侧重，主要形成了农

业优先战略、工业化战略和重工业赶超战略三种取向。其中，农业派主张应以农村为核心推进经济现代化，

在价值目标层面更侧重于民生改善维度。基于对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禀赋条件的认知，

农业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人口基数庞大的农业国，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农业这一

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基于此，农业派主张从农村和农业入手，通过农业振兴为工业化奠定基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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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显廷：《中国经济之症结》，１９３６年 ９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第 ３０页。
方显廷：《中国经济之症结与统制》，１９３６年 ９月，转引自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 ５ 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９７、２０４页。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刘兰兮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第 ７４６ ７４７页。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 ３册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４１９页。
马寅初：《国防经济》，１９３７年 ２月，转引自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 ９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３７３、３７７页。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１９３８年，转引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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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有三方面辩护思路：

首先，农业派认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农业衰退与农村人口过密。因此，要改善当时的民生问题，

必须从农村入手。如经济学家漆琪生认为，“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

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

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

经济建设的任务 “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

极的前进发展”①。也只有深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才能明悉解决此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经济。

其次，在近代中国，农业经济仍旧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生产部门，这一现实条件决定了工业化战略必须建

立在农村振兴的基础之上，形成 “以农促工”的发展模式。如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基于中国经济现

实情况，认为 “所谓工业化，要在生产技术的进步。此于中国今日社会至为必要，无法否认拒绝”。而只有

“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

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② 学者姚溥荪也指出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大量商品倾销的冲击下，中国民族

工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严重不足，因此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内市场，而传统小农经济的落后导致

农村市场发育不足，无法为工业品提供有效的需求支撑，因而应优先发展农业，振兴农村经济。③

再次，农业派认为经济现代化具有阶段性发展的特征，需要走从农业现代化到工业化循序渐进的道路。

如郑林庄认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

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只能逐步地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且这一工业经济形态 “应该由现有的这

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

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④ 即认为工业化进程应通过农村经济的内部转型逐步实现。

２ 工业化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与农业派不同，工业派则希望协调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民生改善的目标，并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视为改

善民生的手段。工业派同农业派在中国农业是否具有发展潜力这一问题上具有不同观点。农业派认为，虽然

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相对低下，但还有提升的潜力空间，可通过机械化、工业化等生产技术改进及合作化等制

度体系改革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发展国民经济。而工业派则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已经发挥到极限，

达到了 “高水平均衡状态”，技术改进和制度变革都难以改变这一现状。如吴景超等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症

结在于人口过剩。农业派救济农村的主张只是治标之策，而治本之策是将农村过剩人口因势利导，通过工业

化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并以人口城市化来改善农村问题，农村通过引进规模化和机械化等现代生产方式，

最终实现良性循环，缓解农村和农业经济危机，稳定国民经济的基础。

因此，工业派也并未忽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只是采取方式不同，更为看重经济系统的整体关联性。马寅初

曾发表多篇文章强调发展农业或内地的轻、小工业，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他指出：“农业不振兴，实业亦绝无

发展之可能。如等于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无购买能力，试问实业界所制造出来的商品，谁来光顾购买？贫穷的

农民徒有欲望 （Ｗａｎｔ），苟无购买能力，则欲望不能成为有效的需求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有供而无求，是经济
恐慌之所由来。”⑤ 提高并改善农民消费能力的具体措施是，一方面加强工业建设，推动具备资源、技术、市

场、原料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实业发展，并且 “因为各种重工业需要资本很大，并须有很精良的专门技术，

如果是样样都要举办，以中国的力量，实一时不易办到”。因此 “除了关于国防需要的重工业必须举办外，

要从轻工业先行办起”。⑥ 二是推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通过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的工、农业立国之争与此前的争论具有显著差异。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的工、农业立国道
路之争仍是基于中西文化之争的内在逻辑。章士钊等人的 “以农立国”主张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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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东方杂志》第 ３２卷第 １０期，１９３５年 ５月。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 ４卷第 ２８期，１９３５年 ６月。
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 １３７期，１９３５年 １月。
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独立评论》第 １３７期，１９３５年 １月。
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与科学》第 １卷第 １期，１９４５年 １月。
马寅初：《中国要早日实行工业化》，１９３５年 ８月，转引自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 ９卷，第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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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① 然而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已基本形成了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
共识，即便是主张以农立国的梁漱溟、漆琪生、杨开道和董时进等学者，也是将农业问题置于更为广泛的工

业化问题中加以论述。工农业立国之争并非完全对立的主张，其本质是两派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形

成了差异化的认识，在发展模式转型与民生改善的目标之间具有不同权衡，因而在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优

先发展序列层面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在 “以农立国”派和 “以工立国”派的争论中，对经济现代化的理解都

以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为基础，只是前者更加注重民生改善的价值目标，而后者更加注重经济系统

之间的关联性，将发展模式转型置于价值排序中更为优先的位置。正如方显廷所述，两派争论 “似各趋极端，

实非无调剂之余地。盖一国经济建设为一整个问题，农业与工业有相互之连带关系；奇重奇轻，皆非所宜。

工业无农业以供给原料，则工业不振，农业无工业以供给制成品，则农民之消费及生产两方面，均受损失”。②

３ 重工业赶超战略与保障经济安全。

随着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经济现代化价值目标中经济安全因素的考量被提高到了核心
地位，大多工业论者的观点逐渐转向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模式。重工业赶超派认为应优先发展对国民经济具

有引领性作用的重工业产业，并在长期与短期目标之间进行有意识的战略规划。如在卢沟桥事变后，吴景超

的观点就发生了转变，认为其过去探讨工业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时，关注重点 “是在工业化与人民生活的关

系”，而 “中国现在需要工业化，还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目前所急待建设的工业，应为国防工业及与国防

工业有直接关系之重工业。民生工业的建设，应居于次要的地位”。③ 方显廷在 １９３７年之后也转变了看法，认
为 “重工业或基本工业，为一切工业之母，其发展较轻工业尤为迫切”。④ 主张今后中国工业资本 “宜以国防

工业为首要，而民生工业次之。盖立国于兹武力压倒公理之世界，欲图富强，自必先强而后富”。⑤ 国防工业

是强国的唯一途径，而民生工业的发展则是富国之道。

著名学者翁文灏是重工业赶超派的代表，他从 １９３８年起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负责全国经济建设，提
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⑥ 翁文灏谈及国家经济建设中民生工业与国防工业孰先发展的问题，他认为

应以国防为中心。虽然两者本应相辅相成、同时兼顾，但是在局势动荡的时代，国防建设为 “现代国家保障

安全及维持主权之必要措施”，并且需要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前提。⑦ 翁文灏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

资金必有大量优先用于重工业建设和大规模开发。⑧ 此外，当具备矿冶、机械、电器和化学等基本事业，“则

中国经济，如水有源，其流可以不枯，如树有根，其枝叶可以繁荣。”⑨

总体而言，大多数改革者都支持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方案，认为其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维度。

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体同构的过程，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但

究竟何种工业化道路最适合中国国情却未达成共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对经济现代化多元目标之间的多

重权衡和考量。随着抗日战争局势进一步的紧张，争论趋于统一，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也暂时转向了

战时经济这一更为紧迫的问题。

五、经济现代化的推动主体：国家力量

从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早期探索的思想内容中可以看出，虽然知识界对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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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代序）》，１９８８年 ６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 “西化”到现代化———五四

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 ２３ ２４页；钟祥财：《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社会
科学》２００３年第 １１期。
方显廷：《吾人对于工业化应有之认识》，１９３５年 ２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 年，第
５９９页。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１９３８年，转引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 ２２９页。
方显廷：《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第 ７４页。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１９３６年 ４月，转引自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 ４卷，第 ２８３ ２８４页。
孙大权：《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
翁文灏：《经济建设方针》，１９３８年 １月，转引自翁文灏著、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８０页。
翁文灏：《国防经济建设之要义》，１９４１年 ７月，转引自翁文灏著、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 ４２１ ４２２页。
翁文灏：《关于国营事业之意义》，１９４５年 １１月，转引自翁文灏著、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 ６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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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路径的认知具有差异性，但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对国家力量的强调却是当时的基本共识。对这一问题的

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是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

的基本路径与能力要求。

（一）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调国家在社会行为规范与秩序建构中的主导性功能。马克思、恩格斯以国家固有

的阶级属性为起点，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当社会陷入 “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为

了使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 “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需要有一种 “表面上凌驾于社会

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各种冲突，并 “把冲突保持在 ‘秩序’的范围以内”。① 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

暴力优势。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一经掌握政权，建立代表其利益的政府、监狱和法庭等国家机器，国家

会在相应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指导下，通过制定和颁布有利于保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各项制度，反作用于

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从而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使其与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提高社会物质生产力的

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之间的有机统一。

国家力量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路径机制表现为，通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相互嵌构作用于经济实践，进

而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Ｎｏｒｔｈ）基于国家、产权和
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论证了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影响。他认为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产权

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是由政治决策过程界定并实施的，而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然而

“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②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基于政治
经济制度二分法的维度，进一步认为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催生了包容性经济制度，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③ 总体

而言，国家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制定与落实产业政策、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互补作用和提

升官僚组织效率等方面。④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的知识界主要从理性化经济系统、实施后发赶超、保障民生以
及维护经济安全四个维度探讨了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是将国家干预作为经济系统理性化的实现方式。当时有学者认为面对近代中国有限的资源禀赋特征，

经济现代化不能是一种自发性和试错的过程，必须依靠更为合理的生产决策来发展经济。如学者董之学主张

中国的现代化应 “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当的发展之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

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⑤，并且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认为达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是可以合理计划并有效

执行的，而国家干预正是经济系统理性化的实现方式。刘大钧指出 “经济的国家化必须有国家经济设计”，

政府应从全国利益出发，指导工商业的创办和发展，或与商界合作。⑥ 学者姚铁心认为国家经济在实现方式上

或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经济国家主义或集团经济等实现方式，但均 “实为时代之要求，环境之急需”。⑦

国家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通过更合理的生产安排，可以避免资本无序性竞争对生产力的破坏，实现最大

程度的产出增加。

二是通过国家力量补足经济现代化开启的必要条件，进而实施后发赶超。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应采取国家导向的大推进战略。⑧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８７页。
道格拉斯·Ｃ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５７ ５８、１３３页。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Ａ 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２７２页。
李康：《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能力：源流、内涵与意义》，《经济思想史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申报月刊》第 ２卷第 ７期，１９３３年 ７月。
刘大钧：《经济政策国家化》，《旁观》第 ６期，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
姚铁心：《国家经济论》，《银行周报》第 ２１卷第 ８期，１９３７年 ３月。
张凤林：《经济落后的历史审视·译者前言》，２００８年 ３月，转引自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审视》，张凤林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译者前言”，第 ｉ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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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日等国 “后发外生型”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示范效应①，并且考虑到中国当时资源禀赋与实现现代化

的紧迫性，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也提出了类似的表达。如翁文灏、吴景超等认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
济模式无法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足够剩余，要想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推动条件。因此，政

府不仅要直接介入经济现代化过程，而且需要成为现代化的实际组织者。只有采取集中统一的领导，才能依

靠国家力量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能力，在较短时期内缩短同发达国家之

间的差距。② 国家介入经济的主张，其内核是一种 “有意识的设计”经济发展的思想。

三是国家需要承担经济转型过程中改善和保障民生的责任。在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现代国家应当负有 “维持生活标准以及经营整体经济的责任”。③ 马寅初等经济学家认为

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福利问题，主要是由于国家在社会政策层面的缺位。因此马寅初主张

将福利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当经济层面的个人生存遭受威胁时，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运行来保障各阶层

基本的权利需求。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也注意到，不同阶层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

国家应当尽可能地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计。此外，也有学者也从交通、外贸、财政和金融等多维视角探讨

分析了国家对于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④

四是国家应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当时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的

重要原因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如杨幸之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 “须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的反

动堡垒，把中国人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魔掌里夺回来”。⑤ 陶孟和在分析 “现代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势力”

时指出，“每个国家是一个经济团体，推行一定的经济政策，每个国家保护本国工商业者，每个国家利用经济

力，增进自己人民的生活，更利用经济力以剥削工业不进步的民族。”⑥ 马寅初和刘大钧等认为当时中国必须

依靠国家实施反倾销、平关税、保护幼稚产业等政策来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剥削，从而实现中国自主

的经济现代化发展。⑦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主张经济全面的国家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采用单一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

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私有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价值，承认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希望在国家组织和市场之间谋求

第三条道路。如吴景超等学者即认为政府不应将生产事业全部收归管理，主张 “中国工业化的工作，一定是

政府与人民合作进行，政府既非束手旁观，也不包办一切”，“政府当然要承担一重要部分，也许是最艰难而

不易获利的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分”⑧。刘大钧认为交通、金融与贸易作为全国经济脉络，应予以统制，其他

各种事业以不统制为原则，其中特殊原因须由政府实行统制的作为例外。⑨ 国家应寻找到计划经济与自由竞争

之间的平衡点，从而更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国家力量的作用。

（二）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与能力要求

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有效互动、经济资源的整合及经济政策的制定

和执行。近代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以下维度：优化整合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财政能力、提高经

济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以及全面的行政官僚系统改革，提高自上而下经济制度供给的效率和完善自下而

上收集信息的能力。从而确保国家能够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发挥引领和调节作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社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方显廷认为，“统制经济之声浪，复弥漫于全世界，东起日俄，西迄英美德法，莫不以局部的或全部的经济统制为经济复兴之要策。

而苏俄之第一次五年计划，得于四年内超过原定限度而告完成，实为促进统制经济之主因也”。参见方显廷：《统制经济与中国》，

１９３５年 １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第 ５８页。
孙大权：《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
化人：《民生主义的国家观》，《政治月刊》第 １卷第 ３期，１９２９年 ３月。
参见粟寄沧：《民生主义的交通政策》，《建设研究》第 ５卷第 ３期，１９４１年 ５月；祝世康：《民生主义的金融政策》，《革命理论》
第 ８—９期，１９４２年；章友江：《三论民生主义对外贸易政策》，《时事新报 （重庆）》１９４２年 １０月 ４日，第 ２、３版；柯炽：《民生
主义国家财政本质论发凡》，《经建季刊》第 ３期，１９４７年。
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 ２卷第 ７期，１９３３年 ７月。
陶孟和：《国民经济的独立》，《现代评论》第 ２卷第 ４３期，１９２５年 １０月。
参见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第 ３０７页；刘大钧：《世界经济潮流与我国国难》，《经济学季刊》第 ３卷第 ４期，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１９３８年，转引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 ２５３ ２５４、２４１ ２４２页。
刘大钧：《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 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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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面发展。

一是国家应优化其整合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财政能力。如吴景超所述，国家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承担更

多的责任，但现实中国家财政积弊已久，额外的税负对人民而言更是严苛的负担。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
许多学者从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和税收特点等层面探讨税收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如吕调阳列举了税收起源

的公需说、交换说、保险说和义务说等理论，并由此总结分析出当前的赋税改革是对过去理论的综合，以期

达到 “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的目标。① 学者李锐通过梳理相关税制改革的变化指出，当

时的政府税制缺乏公平和经济 （效率），而改革内容除了裁撤厘金以外都只是浮于表面，其主要原因是地方

政府的税收情况较为复杂，中央政府难以全面掌握。② 财政学家崔敬伯等人则重点关注了间接税到直接税的改

革。他认为间接税并非都是糟糕的，直接税并非都是好的，这应当由具体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税制内容来决

定。③ 同时，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多次全国财政会议，邀请了诸多经济学家参加。这些经济学家广泛参

与了政府财务行政的完善、关税自主方案设计、国地收支划分以及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新税创立的财政体制改革与

实践。④

二是国家应提高经济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货币作为重要的经济公共产品，成为当时经济现代化讨

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缺乏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白银贸易之间的屏障，２０世纪 ３０年
代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蔓延扩散，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冲击。⑤ 当时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的关注核心都是

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避免中国货币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和影响。顾翊群、姚庆三、

张素民和赵兰坪等学者对币制改革和通货管理问题展开了较多讨论。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尚不健全的货币体制

阻碍了对外贸易流通的发展，新的货币政策需要将金融市场纳入正轨，从而更好地反哺作为工业经济基础的

农村经济，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⑥ 一些学者还分析了货币战争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影响。如钱俊

瑞分析了美、英、日三国对中国货币权的争夺，并指出币制改革加剧了中国货币对英镑的依赖。日本对华北

地区的侵略以及美国压低银价以动摇汇率等因素，使中国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⑦

三是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全面的行政官僚系统改革。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稳妥推进，应重

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强调政权的统治能力和政府权威。⑧ １９３２年在东北调查的国际联
盟专家考察团在官方报告中多次论及 “中国现代化问题”，其中英国学者陶内认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建设一

个 “效力较高”的政府。⑨ 当时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经济建设方案层出不穷，设立的经济建设机构也冗杂重叠。

翁文灏直言：“行政官吏惰废因循，经济机关浪费散漫，缺乏系统，为知识分子所不满，即是政治危机，应从

速彻底整理。”瑏瑠 很多学者对国家干预的最大顾虑也正在于此。如马寅初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事业，皆以

政府负其全责为原则，必其政府有高尚道德，伟大人才，强固权力，方克有济。我国承数千年之积弊，官僚

敷衍颟顸，军人跋扈飞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虽力事改革，百废俱兴。而积重难返，所谓整顿，未能尽如

所愿，中央政府实力微弱，今尚不足以语此”。瑏瑡 顾翊群、唐庆增、李卓敏、蒋廷黻、宋则行等人也认为国家

干预经济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具备 “贤明的果断的政府和组织严密的国家”瑏瑢，经济学家伍启元也指出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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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中央政府近四年来之税制改革》，《经济统计季刊》第 ２卷第 １期，１９３３年 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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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俊瑞：《国际货币战与中国币制改革》，《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 ３卷第 １期，１９３６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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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中国的政治》，蒋廷黻译，《独立评论》第 ３６期，１９３３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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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需要 “有一个政治清明、励精图治的政府”。① 而在当时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很多主张国家力

量干预经济的学者都将目光投诸行政体制改革领域，如丁文江主张推动行政制度彻底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保障官吏的廉洁，二是构建健全的行政组织，三是重视科学技术与专门人才。②

总体而言，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知识界关于国家力量与经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与探索，为后发国家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借鉴。这些经验表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如何在经

济基础薄弱的情形下有效发挥国家力量，如何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找到平衡，协调和满足经济现代化

过程中多重目标的追求，仍然是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六、结语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既体现了学者们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
现实关切，也展现了其对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多重逻辑与深层认知。从理论逻辑看，学者们以认识中国经济禀

赋条件的基本特征为起点，探讨如何在多元价值目标的权衡中推进经济现代化，并强调了国家力量在经济现

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实施路径及其能力要求。从历史逻辑考察，这一时期的思想争鸣深刻反映了在民族

危机与现代化诉求交织的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近

代以来仁人志士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延续与传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必然性。在实践逻辑

层面，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不仅为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论证，更构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本文所提出的 “要素禀赋—价值权衡—国家力量”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进路，分别

对应于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经济现代化的认知起点、多元目标与推动主体的系统性思考，为深入理解中国经

济现代化思想早期探索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提供了崭新视角。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知识界对经济现代化道

路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仍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启示。

第一，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领导作用。近代以来，各种现代化方案的探

索均以失败告终。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对经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虽富有前瞻性，但仍停留在 “中国的现代化”

层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施 “国家工业化”战略，通过优

先发展重工业，构建起独立自主、结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③，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制度

前提和重要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

发展模式，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④ 历史和实践充

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

“两个结合”这一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才能实现从 “中国的现代化”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转

变，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第二，应在深刻把握中国具体国情和经济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 “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本质特征。⑤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现代化道路应基于中国国情
和历史实际，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改革方案。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深刻认知，学者们

开展了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并未盲目遵从西方理论对经济现代化标准、目标及实现路

径的界定。现代化作为世界各国经历的一场系统性历史变革，其实现路径具有多样性。西方 “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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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只能体现现代化的 “共性”或 “普遍性”，而不能揭示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 “个性”或 “特殊

性”。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突破了历史上各种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打破了 “现代化等于西

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应更加注重中国经济独特的结构特征与制度优势，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中国特色，

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持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的系统性理解。

第三，应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早在 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
知识界即已认识到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及其应具备的能力要求。进入新时代，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必须持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是要

深入推进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构建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多元协同治理。二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并系统集成各方力量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形成政党—国家—社

会协同共治、互强互动的治理逻辑。② 三是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

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③，因此，应不断优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国家高水平安全之间实现持续的良性互动，为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与思想研究”（２０２０１１０９３２）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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